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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憲政轉型的本土資源清理

⊙ 朱中原

 

中國現代政治語境中的憲政轉型，主要是依據西方的憲政思想而來的。嚴格來講，中國本土

並沒有憲政思想和憲政理論。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就沒有憲政資源和滋生憲政思想的土

壤。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體系基本上是以儒家為主導意識形態的具有專制色彩和集權色彩的

政治體制，而近代以來的政治體制又是糅合傳統儒家政治體系與西方現代資本主義政治體系

於一體的政治集合體，甚至是融合極權政治與改良政治、資本政治於一體的政治體制大融

合。正是因為這種政治體制的雜糅化，才使得中國長期處於政治文明缺席的困境之中，而對

於憲政資源的清理就顯得尤為重要。

一 歷史維度層面的憲政資源清理

從歷史維度上來看，中國的憲政探索和憲政轉型最早應該始於清末的「立憲運動」。其標誌

性事件是《欽定憲法大綱》的頒佈。這是清朝統治者的一次政治運行模式的自我調節，這種

內生性的政治改革雖然獲得了外部性的支持和參與，但是最終在官方保守政治勢力的強大阻

力下，慘遭失敗。從根本上講，清代的洋務運動和維新變法都不是中國憲政轉型的開端，因

為洋務運動僅僅是經濟制度層面的改革與運動，而且基本上不觸及政治高層，所以談不上政

治轉型。而且，最為關鍵的是，洋務運動的發起者和宣導者、實踐者都是官方本身，缺少外

部性的政治資源與政治力量的推動和參與。而維新變法運動雖然涉及政治高層與政治體制變

革，雖然有一批體制內和體制外的政治知識份子如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複等人的鼓

噪與參與1，而且還有官方的最高統治者──光緒皇帝的支持，但是這次政治改革仍然只能算

是政治體制層面而非政治運行模式層面的改革，因為它雖然有系統的思想支援，但是沒有完

整的憲法大綱。憲政改革之要義在於，要以完整的並且通過官方認可的可供履行的憲法和綱

要作鋪墊，這就必須確立三權分立、權利制衡的憲法制度。而維新運動，基本上不具備這樣

的政治土壤。維新運動的失敗當然是必然的，但是這裏我不再想去探討維新運動失敗的必然

性因素──這早已為人所探討。我想說的是，維新運動雖然失敗，但是卻為後來的憲政運動

及辛亥革命乃至於後來的民主革命和民權運動提供了歷史層面的政治資源與社會資源參照。

其一、維新變法運動第一次系統地引進了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確立了保守主義的改良式的

政治運行路線，只不過這種改良性的政治運動未能在根本上觸及原來的政治體制而遭遇失

敗；其二、維新變法運動的某些綱領性檔成為後來歷次政治運動及憲政轉型的依據，也為後

來的的憲政轉型積累了本土化的政治經驗。

中國第一次大規模的憲政運動最早應該是清末的憲政運動，清末憲政運動的本質並不是一種

民間性的自下而上的政治運動，而是統治階級內部的一次自我政治體制調整，因而從這個角

度上講，註定了這次變革是不會成功的。憲政運動的主力和宣導者、推動者都是體制內的官



僚。它缺乏廣泛而穩固的民間土壤和民間社會資源，缺乏自下而上的社會變革，因而我稱它

是中國封建政治體制的一次「迴光返照」，當經過了這一短暫的春天之後，中國的政治現實

就立刻變得模糊不清了。清末民初的帝制復辟、軍閥混戰、保路運動、五四運動等等，從根

本上說，都是一些只有暴力因素而缺乏成熟政治體制運作的軍事運動，而非政治運動。而所

謂的政治運動，都是在軍事運動之後所附帶產生的，因為隨著軍事運動及暴力運動的結束，

就必然面臨著政治權力的爭奪與瓜分，這就必然牽涉到政治體制及政治轉型問題，而正值中

國內憂外患、軍閥混戰的當時，沒有經過長期的政治積澱，是不太可能產生較成熟的政治體

系的，甚至包括在中國漫長的民主革命中，也沒有積澱起豐富的政治思想資源。所以我說，

中國所謂的憲政轉型基本上都淹沒在了二十世紀轟轟烈烈的暴力革命之中去了。面對內憂外

患的政治時局，中國人思考得最多的是中國的國家領土問題、民族生存問題、政治權力分配

問題、意識形態問題、政治路線問題、土地分配問題等等，而對於本土及域外的政治經驗及

政治思想卻沒有系統的梳理和思考。這是緣於客觀原因所致的，也是一種歷史性的局限。

從制度運行模式上講，中國的政治運行模式及社會運行模式是一種後發外生型的。這就決定

了中國的現代性進程必然是在西方政治制度及社會運行模式的作用之下所進行的，必然要依

賴於西方的政治體制及社會體制。嚴格意義上講，從中國傳統的政治資源中，既無法開出純

粹意義上的中國現代政治資源，也無法開出中國現代憲政資源。中國所謂的現代政治資源，

不過是傳統專制政治資源與西方資本主義民主政治資源的集合體，而這個集合體又是建立在

暴力革命的基礎之上的。實際上，中國所謂的民主革命的實質就是，通過以下層民眾為主體

的暴力革命，使政治資源和政治權力得以轉移和重新分配。而廣大下層民眾不過是充當政治

權力轉移和政治資源重新分配的工具而已，真正的政治資源及政治權力仍然只是掌握在有限

的少數人手中。所以，儘管百年來中國的政治制度及社會制度發生了重大變化，但是從總體

上講，政治資源及政治運行模式仍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所依賴的政

治思想體系，表面上是以孫中山為依歸的「三民主義」，而實際上則是以戴季陶為核心的

「戴季陶主義」或「新三民主義」。其實質其實是融傳統官僚集權制與現代資本主義於一體

的官僚資本主義或權貴資本主義。但是，這並不是說國民黨體系內部就沒有憲法。實際上，

國民黨正是由於其複雜的政治體制，才使得憲政思想能夠得以滋生。「三民主義」產生的前

提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是「三民主義」誕生的現實準備，但是，辛亥革命對於中國的政治

性經驗本身並沒有多大的推動性，而僅僅是一次暴力性的民族民主革命。「三民主義」是一

個偉大的政治思想，其實質是以民主主義為主體的現代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中國化，這裏面

本身就包含著濃厚的憲政色彩。其所包含的「民族」、「民權」、「民生」內容本身就是憲

政思想的化身。「民權」思想要求政府要賦予民眾以基本的政治權利，這實際上就等於是要

通過民眾來限制政府權力，突出「民權」，實際上就是限制或削弱政府的權力，這至少在理

論意義上是成立的。孫中山時代的「民權」思想實際上也成為中國當代「新民權」運動2及

「新民權」思想誕生的奠基，當代中國大陸興起於二十世紀初的「新民權」運動實際上就是

在沿襲舊民權思想及舊民權運動的基礎上的一種新的路徑。「新民權」運動的提出者和宣導

者為政法系知識份子的中堅力量王怡、范亞峰、秋風等人。之所以提「新民權」，其主要是

與孫中山時代的「舊民權」相承接和區別。而且，「新民權」運動的一大特色是民間層面與

官方層面的共同推動，官方層面的推動主要表現在2004年的「人權入憲」，「人權入憲」標

誌著思想層面與學理層面的民權思想已經進入了官方的視野，並且有了國家憲法和法律的根

本保障，這當然是中國民權進程的一個劃時代的標誌。「民生」思想，強調以民為本，強調

維護民眾的基本生存權力。這仍然具有弱化政府、突出民眾主體的含義在內。我們可以說孫

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有著種種理論缺陷及現實不合理性，但是，我們應該看到，孫中山



的「三民主義」是在總結歷次政治運動歷次政治思想的基礎上逐步形成的，它可以說是歷次

政治思想的總彙集。而且，孫中山政治思想體系中最寶貴的思想資源還包括他對中國政治運

行歷程的總體規劃：即理想中的國民政府應該先後經歷三次轉變：軍政──訓政──憲政。

軍政是在革命初期實行以軍代政的政治治理模式，這是任何暴力革命都不可回避的一個模

式；訓政是在暴力革命取得階段性勝利、政治黨派或政治團體取得絕對控制權之後所進行的

黨化政治，這個時期也是政治意識形態的確立時期；而憲政則是政治黨派或政治團體在取得

絕對性領導權之後所要進行的一種開明的政治運行模式，即通過確立憲法大綱，以憲法和法

律來限制和控制黨內的政治專制，逐步實現「三民主義」的政治目標。當然，孫中山的這個

政治理想針對於專制政體來說，其實在根本上是不可行的，因為任何專制性政黨在獲得了絕

對性的政治權力資源之後，是斷然不會輕易地通過「憲政」來減少自己手中的政治資源的。

但是，這並不等於孫中山的設想就是絕對毫無政治意義的。因為，政治思想的可行與否其實

需要一個先決條件：那就是政治體制及政治語境。如果政治體制是專制政體，那麼永遠也不

可能實現「憲政」，而所謂的「憲政」，只能是一種空想；如果政治體制是民主政體或者含

有民主自由政體的因素，那麼就有可能實行「憲政」。因此，我們不能說孫中山的這種政治

理想是完全不合理的，因為孫中山的政治理想可能是立足於一個抽象的政治社會來說的，而

非具體的政治體制，而且，孫中山所建立的早期國民黨本身就是一個具有現代資本主義民主

政治色彩的開明政體，至於國民黨後來的變異，那並非孫中山之過。所以我們說，孫中山的

政治理想仍然是偉大的。然而，就是這一體現中國憲政思想集大成的思想體系，卻被後來的

戴季陶及蔣介石政府所篡改了，變成了一種偽「三民主義」，變成了蔣介石政府為實現自己

政治權力分配的一種理論擺設。儘管如此，國民黨內部本身也有很多分化，出現了許多開明

人士，如國民黨左派人物宋慶齡、何香凝、廖仲愷、於右任、關士秀、彭素民等等，還有就

是一大批在國民黨內閣任要職的自由派知識份子如胡適、蔣夢麟、羅隆基、王世傑，以及後

來活躍於台灣政界及思想界的知名人士殷海光、雷震等人，都或多或少地推動了國民黨內部

的憲政運動。如胡適曾經多次向蔣介石提出過，國民黨內部應該實行憲政改革，走憲政之

路，而且要求蔣介石本人以憲法為綱，限制其政治權力，幾為蔣介石所逐，甚至上演了一場

蔣讓胡競選總統的政治喜劇。

從總體上說，中國二三十年代的憲政資源基本上是在國民黨內部以及以國民黨為政治基礎的

知識份子之間生髮的。而在共產黨內部幾乎沒有現成的憲政資源。因為憲政問題涉及到一個

最為根本的意識形態衝撞問題，那就是：憲政是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及政治文明意義上的憲

政，憲政的政治基礎是資本主義而非社會主義。在某些人看來，社會主義如果實行憲政，那

就不可避免地會陷入意識形態的混亂與衝撞之中，履行憲政就勢必會削弱社會主義主流意識

形態，這似乎是一種矛盾。因而，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往往都是激進式的暴力革命3，而非漸

進式的政治改革與社會改革。漫長的民主革命使中國幾乎所有人的思考差不多都鎖定在如何

分割政治權力、如何保持領土完整、如何維護民族大義等重大問題上（這些當然是最為重要

的），而卻疏於對中國政治體制問題及憲政問題的思考和清理。

其實，在解放戰爭勝利前夕，本來是有一次爭取中國民主政治及憲政治理的最好時機的，即

國共兩党合作建立統一的民主聯合政府，然而，就是這僅有的一次政治合作機會，卻被國民

黨政府給扼殺了。但是，話又說回來，如果此次合作成功，那麼中國所面臨的政治局勢就將

是國共兩党聯合執政的模式，要麼是共同執政，要麼是兩黨輪流執政，那麼這樣必然會產生

政治權力的分割與激烈衝突，中國又可能會陷入新一次的政治權力鬥爭之中。所以，我覺

得，國共合作建立統一的民主聯合政府，如果說站在治理國家、維護民族大義的立場上來

說，那麼這是利大於弊的，而且也有利於實行憲政。但是，如果站在純粹政治權力的角度來



說，那麼這種聯合仍然是不現實的。意識形態及政治體制的決然對立是不可能會產生理想的

政治局面的。所幸的是，歷史最終沒有這樣發生。蔣介石的背信棄義證明了蔣介石的政治本

質，也宣告了憲政理想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在中國的破產。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中國政治文明及憲政轉型的舊時代，另一位境外人物我們不得不提

到，那就是司徒雷登，司徒雷登作為駐華大使，給我們帶來的是美國式的政治文明。司徒雷

登大使的皮包裏裝滿了羅斯福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文明，他的使命即是要履行羅斯福總統的

「偉大」政治理想，改造沒落的蔣介石政府，改造在他們看來落後的中國政治文明，輸入美

國式的政治民主和政治理想，這與自由主義戰士胡適先生是殊途同歸。然而遺憾的是，司徒

雷登和胡適這兩個外交大使最終都沒有實現自己的政治夙願，他們所面對的是一個千瘡百孔

的舊中國和蔣介石政府，而最後的個人結局是，司徒雷登大使架著皮包灰溜溜地回到了美

國，而胡適也跑到美國去做了寓公。

1950年代-1980年代的中國大陸，幾乎與憲政文明遙遙無期。所謂的憲政，只不過是少數知識

份子甚至是海外知識份子的一種夢魘和憧憬而已。建國以後，大陸的經濟正在逐步恢復，但

是，國民黨所留下的千瘡百孔的爛攤子確實是很難收拾，中國經濟面臨著種種的困境，基礎

經濟建設幾乎為零。這還不算，政治狀況更是不容樂觀。從50年代到80年代，政治運動一直

持續不斷。黨內外的階級鬥爭、意識形態鬥爭甚至愈演愈烈。大陸政治氣氛一度緊張，在這

種緊張的政治氣氛中，是不太可能孕育民主自由思想及憲政思想的。因此，所謂的自由主

義，所謂的憲政文明，只能成為少數知識份子的一種夢魘和哀號。憲政思想和自由主義，不

是隱匿於民間，就是被關押在牢房，甚至是被埋藏在泥土裏。但是，即使是埋在了泥土裏，

也還有生根發芽的時候，藏之愈久，生命力愈旺盛。一旦民主的土壤被滋潤和沖洗，它就有

可能衝破泥土，遍地開花。

從這個角度上說，任何政治文明的到來都需要啟蒙。80年代的政治文明是經過了80年代的思

想啟蒙的，沒有思想啟蒙，任何政治文明都無從生根。特別是1978年的「思想大解放」和

「兩個凡是」思想的破除，使得知識界及民眾從根本上受到了思想的重新洗禮。那麼憲政思

想為甚麼能夠在80年代以後逐漸進入知識界及公眾的視野之中呢？一是由於思想的大解放，

政治的昌明；二是由於經濟體制改革與經濟轉型使得社會資源得以重新分配，這又重新引發

了關於社會財富分配的矛盾和問題，而這種矛盾和問題的滋生使得社會底層和弱勢群體產生

了民間性的抵觸情緒和維權意識，財富分配的不公必然導致社會矛盾的激化，當這種社會矛

盾積累到了一定程度的時候，必然會由社會層面的矛盾演變而為政治層面的矛盾，由個體性

的抗爭演變為群體性的抗爭，由地域性的抗爭演變為社會性的抗爭，由自發性的抗爭演變為

組織性的抗爭，由被動性的維權演變為自覺能動性的維權，當然要發生這一系列的轉變，需

要長時間地積累與醞釀。那麼，當這種社會性層面的問題在社會層面得不到根本性解決之

時，必然會訴諸於政治層面的利益訴求，必然會觸及到政治層面的運作與變革。

二 現實維度層面的憲政資源清理

80年代以後，我們明顯能夠看到，改革開放的步伐一步步加快，市場經濟的步伐也一步步加

快。市場化改變了以往的資源配置模式。而經濟體制層面的改革又使得社會資源及財富的分

配由過去的行政計畫變革為市場調節為主。市場因素的凸出使得資本的交易轉向於市場層

面，而這必然會出現一個權力的市場化的問題。要知道，權力的市場化既是一個經濟學問

題，也是一個政治學問題；既是一種個體性現象，也是一種整體性現象；既是一個現實問



題，也是一個理論問題。經濟體制的市場化轉軌雖然使得行政權力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控制，

但是最根本的問題在於，理論上的行政權力是已經弱化了，但是現實中的行政權力卻並未弱

化，而是轉化了，轉化為變相的市場手段。這也就是政治權力的市場化表現。這個市場化，

同樣是一種行政權力的泛化和延伸。那麼，如果這種權力如果得不到控制和制約，就完全可

能導致整個市場體系的混亂，市場體系一當出現混亂，必然會導致一系列的經濟混亂，由此

而導致整個社會的價值體系的混亂與崩潰，當整個社會的價值體系都崩潰以後，那麼必然出

現不穩定的社會局面4。或許，現實社會所發生的都是一些偶然的個體性的事件，並不像我所

說的這麼嚴重，然而，個體的偶然性的事件，卻可以構成事物的量變，當量變積累到一定程

度之後，就可能發生質變。因此，市場經濟時代，既可能使中國進入新的「禮樂」時代，也

可能使中國重新陷入「禮崩樂壞」的時代。市場經濟社會並不是不需要憲政，而是太需要憲

政了。

這裏就涉及到一個關於「憲政」的概念問題。甚麼是憲政？憲政說簡單一點其實就是以憲法

約束、制約政治權力，其實就是「憲法政治」的簡稱。說複雜一點就是要對現行的政治運行

模式進行轉型和過渡，使國家的執政方式從以專政為本轉向以民為本，再由以民為本轉向以

民權為本。這一轉變過程是政治權力逐步弱化的過程。從這一點來看，憲政文明實行的社會

制度基礎就應該是「公民社會」，只有公民社會才可能實行真正的憲政，但是非公民社會可

以孕育憲政思想。公民精神哺育憲政文明，反過來，憲政文明引導公民精神。從政府這一層

面來講，任何公民的權利問題和利益訴求，都需要憲政精神來引導。憲政時代的政府的明顯

特徵就是要以公民為主體，以維護公民權利為核心，而不是以國家、以政府或以權力者為核

心，政府不起主導作用，政府的作用只是起一個溝通和調解的作用。政府同樣有權力，但是

政府的權力應該是公民賦予的，公民有權力通過憲法和法律來監督、制約政府。也就是我們

通常所說的「小政府，大社會」。但是，中國的現實問題是，在進入公民社會之前，公眾尚

缺乏成熟的公民意識和自我權利意識，而一個社會也缺乏成熟的自我調節機制。如果單靠社

會機制來進行自我調節，這是根本不夠的。尤其是市場經濟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非理

性因素，就即便是在自然狀態下，它也同樣會出現社會資源及財富的分配不公問題，那麼，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權力仍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國問題的複雜性往往就在於，政

府在進行宏觀調控及社會資源配置的過程中，往往又出現了濫用政治權力及「權力尋租」現

象。通俗一點說，就是我們所說的權力腐敗。不論是政治腐敗還是經濟腐敗，都與政治權力

的無限擴大和延伸有關。而不管是腐敗還是各種非法社會現象還是出現不公平的社會資源分

配，都會導致兩極分化現象的產生，即會出現一部分群體得利、一部分群體失利的現象，得

利的群體當然不會輕易地放棄既得的利益，而失利的群體更加不會輕易地放棄本來就屬於自

己的權利。所以，在這種焦灼的情況之下，必然會出現自發的或者群體性的維權運動。而這

種維權運動的出現一方面體現了社會公眾的個體性權利意識的自覺，另一方面又體現了公民

意識的萌發。因而我們可以稱之為「公民維權」。公民維權的主體是公民，而公民維權的博

弈對手是強大的政治權力者或者強勢群體或者非法群體。公民維權一般都是通過現行的憲法

或法律來獲得利益訴求，而公民維權的成功首先必須要有一個成熟的政治環境或法治環境作

保障。如果一個國家和社會沒有成熟的政治環境或法治環境，那麼所有的維權都將沒有任何

結果。所以，我們似乎可以這樣說，公民維權至少在三個層面產生了重大影響：一是政治層

面的影響，這就是迫使政府或官方適當地調整現行政策，適當地控制政治權力，以維護社會

的穩定；二是促使法治環境的改善，公民維權必然要觸及到法治層面的相應改革與變動，沒

有法治層面的相應調整，公民維權就無從談起；三是思想意識層面的相應回應。公民維權在

剛開始的時候可能完全是自發的或者是一種個體性行為，但是到後期，就可能引起整個知識



界、思想界或輿論界的關注與思考，而知識界、思想界與輿論界的關注與思考無疑又會引導

公民維權的理性化發展。所有以上這些，其實都是憲政文明滋生的一個現實的土壤資源。

總結起來，那就是，憲政文明的到來，需要幾個維度及層面的相應調整與互動：一是知識界

的思想啟蒙與引導；二是社會主體的現實推動；三是上層意識形態的相應變動；四是社會制

度層面的相應調整。第一個是思想層面的因素，第二個是現實層面的因素，第三個是意識形

態層面的因素，第四個是制度層面的因素。這四大因素缺一不可。而這四大因素，都必須統

一在一個最為根本的前提之下，那就是，要有實行憲政的現實政治土壤。這裏馬上就會談到

憲政實施的現實政治語境問題。

三 現實政治語境下的憲政施行如何可能？

憲政的履行，可能會遇到以下幾大問題：一是意識形態衝突問題，即如何認識社會主義與憲

政的關係問題；二是現實社會問題，即公民維權運動；三是政治體制問題；四是中國的法治

環境問題。前三個問題長期以來都一直存在。最值得關注的是第四個問題，即中國的法治環

境問題。一個不能忽略的現實問題是，近年來大陸的公益律師群體迅速崛起，而且幾乎形成

了一種自發性的局部性的聯合體，這個群體的迅速崛起，構成了一個以律師及法學家為代表

群體的自由派知識份子群體，同時也是公民維權群體。這個群體的迅速崛起使得中國的法治

環境的改善和法治轉型成為可能，也為中國的憲政轉型營造了良好的法治環境。應該說，憲

政文明到來的首要前提就是實現法治文明的到來，而法治文明的到來又會促使公民權利意識

的覺醒，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才使得建構公民社會成為可能。只有實現了公民社會，才能使

憲政文明得以長期存在。

那麼，在中國大陸的這種法制轉型的社會語境中，從2003年以來，中國大陸開始形成了一個

特殊的運動：「新民權運動」。「新民權運動」概念的提出者和推動者為著名憲政思想者王

怡、秋風和范亞峰。「新民權運動」，顧名思義，是與「舊」民權運動相區別而言的。新舊

民權運動的最根本區別是運動的訴求方式不同，「舊民權運動」所訴諸的方式是暴力運動，

暴力運動中實際上暗含了階級鬥爭和階級仇恨，而「新民權運動」的訴諸方式則是憲法和法

律，是通過司法的公正性來獲得自身的權利。「舊民權運動」的實質是一種階級鬥爭，「新

民權運動」本質上是一種權利與權力的合法性博弈，是一種內部性的社會關係的鬥爭。「新

民權運動」產生的基本前提是中國必須要有一個相對公正和開放的政治環境和法治環境，而

這個政治環境和法治環境就是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力進行合法化博弈的必要保障，如果沒有這

個相對開明的法治環境，那麼就有可能產生大規模的非理性的暴力運動。

2004年春，《南方周末》總結近年的民間維權運動，引用了范亞峰提出的「政法系」概念。

此文認為，一個以法學為背景的自由派知識份子群體正在崛起。正在逐步替代人文知識份

子，成為王怡提出的民間「新民權運動」和國內自由主義力量的主流。

「政法系」實際上已經不僅僅是作為一種學術概念而進入當下中國，而是作為一種新崛起的

公共力量進入中國。「政法系」群體主要包括兩類：一是高校政法系畢業生大量地進入國家

政法系統、紀檢系統和司法部門，並成為國家執政力量的主要組成部分，二是一部分政法系

知識份子自發地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公益律師群體、自由知識份子或憲政專家、學者。前者是

作為國家機器的擴充者而出現的，後者是作為國家機器的博弈者即民間知識群體而出現的。

前者代表的是國家政治話語，後者代表的則是民間政治話語，那麼，這兩種群體的出現，就

為中國民間政治話語與國家政治話語之間的交流、對話和博弈提供了可能的空間和平台，因



為，大家都是在一個公共的法律平台上來言說的，至少不存在話語的障礙，打破了過去那種

缺少法律作為支撐和交流媒介而由政治話語獨攬大權的尷尬局面。與其他資源配置方式相

比，我以為，市場仍然是最為公平和平等的一種資源配置方式；而與其他利益訴求方式相

比，我以為，法律仍然是最為公平和平等的一種利益訴求方式。沒有法律作為媒介和手段，

任何公民權利申訴都無法實現，而政府也無法通過法律來完成自身的形象提升。因此，至

少，從學理上講，法律是作為民間與官方合理溝通與博弈的最好的媒介工具與平台之一。最

好的注解就是大約始於2003年的「公民維權運動」，也即王怡等人所說的「新民權運動」。

自2003年的「孫大午案」始，中經「孫志剛案」、「南都案」、「衡陽大火案」、「安徽阜

陽劣質奶粉事件」、「嘉禾拆遷事件」、「熊德明討薪事件」、「民告官案」（包括十起典

型案例）、「佘祥林殺妻冤案」、「黃靜案」、「《中國農民調查》名譽侵權案」、「維權

人士杜導斌被捕案」、「陝北油田案」、「王斌餘案」、「太石村案」5等等，這一系列案件

幾乎都涉及到民間社會與官方的權力與利益的衝突，直接關涉中國的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進

程。而在這些案件的發生、發展過程中，又湧現出了一大批的民間性的維權律師群體及憲政

法學知識份子，他們包括：王怡、秋風、范亞峰、顧則徐、高智晟、浦志強、張思之、胡星

斗、許志永、賀衛方、季衛東、滕彪、郭飛雄、蕭翰、李健、楊支柱、陳永苗、張祖樺、劉

軍甯、王俊秀、王克勤、朱學勤、儲懷植、陳興良、曲新久、許蘭亭、楊支柱、王振宇、昝

愛宗等等，中國民間維權律師群體及憲政學者和「政法系」知識群體的興起，是促使中國法

治轉型及憲政文明誕生的先決條件。

然而，中國的現實政治及法律環境並不樂觀，這使得「公民維權」步履維艱。事實上，「公

民維權者」自身也在相當程度上處於弱勢群體的地位，「公民維權」的主體不僅包括被維權

的物件，而且也包括維權者自身。維權律師群體在為他人申訴權利的過程中，必然會遭遇到

種種種種來自權勢者的政治壓力與人身威脅，甚至完全可能使自己陷入被動的局面之中。這

樣的例子並不鮮見。律師職業被認為是近年來最為高風險的職業之一，維權律師往往會面對

來自非司法領域的行政權力的干擾和阻礙。中國法治環境的複雜之處正在於，在司法程式

中，往往包含了許多非司法和非法治的因素，這使得中國的法治化進程步履維艱。所以，在

我看來，儘管近年來的「新民權運動」及由民間律師群體和憲政知識群體掀起的「法治化運

動」推動了中國的憲政文明進程，但是，這些仍然不夠，仍然缺少廣泛的號召力和影響力，

而且最為根本的是，這些合法的運動尚未進入到中國主流的政治話語和社會話語之中。所

以，我認為，中國的憲政轉型，第一要從底層做起，自下而上，要有廣泛的群眾基礎，這需

要知識份子的憲政啟蒙；第二要進入主流的政治話語之中，特別是需要官方內部出現一批進

步的開明的並且具有法學學術背景的官僚群體，這部分群體既有專業的政法學術背景，他們

本身又是政法系統的骨幹力量，既有學術話語權，又有政治話語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直接將學理層面的憲政學術轉化為現實層面的憲政運動。沒有這批人的出現和根本推動，中

國的憲政轉型就只可能是一種理想，而光有知識份子的號呼和推動，憲政轉型也只可能是一

種「烏托邦」。也就是說，中國的憲政轉型，既要有一大批知識先驅作引導，又要有深厚的

底層群體作鋪墊，還要有深厚的上層政治群體的推進。而連接下層和上層的中間群體，則是

以憲政學者、公益律師群體等為代表的政法系知識份子。

四 餘論：關於憲政轉型的意識形態衝突問題

意識形態問題一直是個敏感的話題，也是關涉到中國社會性質及社會走向的問題，它已經不

僅僅是個學術問題，而且還是個政治話題。但是，我這裏所提的意識形態問題，我只想把它



作為一個學術問題來討論，即僅僅把它局限於學術範疇。從意識形態角度講，無論是勃興於

90年代的自由主義思潮，還是興起於近期的憲政思潮，都是屬於西方資本主義的產物，從意

識形態歸屬上講它們都是屬於西方意識形態的範疇。如果非要把自由主義和憲政思潮加上政

治砝碼，那麼在中國，你搞自由主義和憲政運動，那就是走西方「自由化」道路，很明顯，

這與社會主義制度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是背道而馳的。然而，正如市場經濟不分社會主義與

資本主義一樣，在我看來，自由主義和憲政思想也同樣不應該有社資之分。即是否搞自由主

義和憲政運動並不是區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根本標誌。資本主義搞自由主義和憲政運

動，社會主義也同樣可以搞自由主義和憲政運動。在我看來，無論是市場經濟、公民社會，

還是法制社會、自由主義、憲政思潮，都是現代社會一個相對中立的價值觀，是現代民主社

會的一種先進的社會思潮和價值體系，它並不與意識形態掛鈎。那麼存不存在自由主義的社

會主義呢？就正如有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一樣，我以為同樣是可以有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

的，也同樣有憲政的社會主義。憲政從學理上講，它僅僅只是一種政治權力運作模式，而不

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態，也不是一種社會制度。當然這僅僅是學理層面的理論注解，而實際上

當權者並不這麼想，現實中的情況也並非這麼簡單。但是，我以為，中國的事情往往就是喜

歡把簡單的事情弄複雜，把複雜的弄簡單，而且喜歡無限地上綱上線。把本來屬於體制層面

的東西往往和意識形態掛鈎，把本來屬於政治制度層面的東西往往上升到意識形態上。要不

然，怎麼會出現自由主義領袖人物李慎之先生那樣的晚年的悲劇呢？李慎之先生晚年的悲劇

我以為最主要的不是外在的悲劇，而是內心的悲劇，是內心的悲寂、彷徨和苦悶。李慎之先

生作為一個多年在體制內思考和行動的老資格文人官僚，沒想到，到了晚年，卻對其多年服

膺的主流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產生了根本性的懷疑和背離，當然，這種思想上的背離尚沒有

體現在其具體的行動上，但是，這種內心的苦悶是無法言說的。所以，我以為，李慎之先生

的悲劇正在於，一方面，他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背負著以往的體制軀殼，另一方面，卻在內心

早已背叛。而這兩種背謬是不可能得到調和的。其實，我以為，李慎之先生的思維模式仍然

沒有跳出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意識形態和黨派之爭。在後來的很多自由主義知識份子

看來，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本來就是絕對對立的一種新意識形態，而要奉行自由主義就必須

對社會主義徹底決絕，實際上這在當代中國是絕對不太可能的。自由主義也好，憲政也好，

可以作為一種政治價值觀和政治信仰，但是卻不能把它上升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如果要這

樣，那麼將會產生更多的悲劇性的李慎之，而實際上，這又於現實無補。所以，無論是官方

也好，民間也好，學術界也好，我覺得過多地去追究自由主義、憲政理論的意識形態歸屬，

根本沒有必要也沒有多大的意義。如果要從意識形態層面去進行資源清理，那麼，我覺得，

中國永遠也沒有實行自由主義、憲政理論的可能。

從這一點來講，我的立場似乎顯得比較複雜和中立，我既不贊同走康曉光等左派的政治保守

主義路線，也不主張走右派的經濟自由主義路線。在我看來，中國的問題不是要不要走資本

主義的問題，而是如何汲取與利用資本主義政治價值觀的問題。左派反對市場化，反對經濟

自由主義，這是有其道理的，但是左派不分青紅皂白地將中國的一切現實問題都歸結於自由

化、市場化，這又是不對的，左派過於突出自由化、市場化的消極因素，而恰恰沒有看到中

國的極權政治和權力壟斷，這是左派的過失；而右派則恰恰相反，右派反對專制統治，反對

極權政治，反對權力壟斷，張揚個體意識、權利意識和市場意識，以市場自由和經濟自由來

消弭政治極權，這是其進步的政治價值觀所在。但是，右派又忽略了一個問題，以市場自由

和經濟自由為導向，又可能會導致新的社會公平問題的產生，會導致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權力

與市場的合謀，以至於在市場化過程中滋生新的權力，完全可能會把中國引向「權貴資本主

義」的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道路中去，這又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在我看來，相當多的左派

和右派都只是在各執一詞，互相爭奪話語霸權，而沒有解決中國的實質問題。儘管如此，在



價值觀上，我仍然更傾向於右派的立場，即自由主義立場。但是，我所謂的自由主義不是指

經濟自由主義，而是指政治自由主義。我主張政治自由主義和憲政主義規範、指引下的經濟

自由主義。甚麼意思？就是既要防止中國墮入傳統的極權政治和專制政治的境地，又要防止

中國在市場化和經濟自由化進程中的新權力的滋生，也即防止中國步入「權貴資本主義」的

社會制度困境之中。更確切地說，我是一個憲政主義者，我主張用憲政規範權力、規範市

場、規範一切不合理的價值觀。

 

註釋

1 我這裏所說的政治知識份子主要是指參與政府運作的具有現代民主政治意識的高級文人官僚，

並不包括傳統的保守派文人官僚。

2 此處所指「暴力革命」是指以武裝運動為主要鬥爭方式的革命運動，沒有任何的褒貶色彩。

2 王怡《「民權運動」：距離我們只有一公分》，《新聞周刊》2003年11月24日；秋風《新民權

行動年》、王怡《2003公民權利年》，均載《新聞周刊》2003年12月22日；秋風《新民權運

動：書寫「中國人的權利」》，《商務周刊》2004年1月5日。

3 詳見拙文《權力的市場化與市場的權力化》，載《世紀中國》10月A期。

4 參見范亞峰《中國「政法系」力持「人權」話語》，《南方周末》2004年7月1日；范亞峰《政

法系和中國憲政之路》，「中道論壇之三」，范亞峰於2005年4月21日在北京大學的演講；另見

范亞峰《政法系和憲政治理》（未刊稿）。

4 關於「太石村案」憲政思考，詳見拙文《民間維權與中國憲政轉型》，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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